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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“孔颜乐处”是范仲淹矢志持守的人生准则，并在此影响下暴霜露，斩荆棘，戮力上国。相较程颐、程颢之“孔

颜乐处”观，范氏说虽亦有心性修养之味，却更加贴近实际。作为一代诗雄，范仲淹更将“孔颜乐处”深深地内化入自己的

诗歌创作当中。正因如此，范仲淹的政治咏怀诗和塞上咏怀诗才会显得富丽中见峥嵘，闲散后存血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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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范仲淹之“孔颜乐处”观

范仲淹一直以来都是历代士大夫称颂和学习的榜样，甚至被视为宋代士风、学风开山之人。欧阳修为

其撰墓碑曰：“公少有大节，于富贵，贫贱，毁誉，欢戚，不一动其心，而慨然有志于天下。”[1]333王安石在《祭范颍

州文》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。苏轼《范文正公文集序》：“如饥渴之于饮食，欲须臾忘而不可得。”[2]朱熹评

说：“范文正杰出之才”，“本朝道学之盛，亦有其渐，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，如山东有孙明复，徂徕有石守

道，湖州有胡安定，到后来遂有周子、程子、张子出。”[3]3088《宋元学案·高平学案》云：“高平（范仲淹）一生粹然

无疵。”[4]吕中曰：“先儒论宋朝人物，以范仲淹为第一。”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曾曰：“自古一代帝王之兴，必有一

代名世之臣。宋有仲淹诸贤，无愧乎此。仲淹初在制中，遗宰相书，极论天下事，他日为政，尽行其言。豪杰

自知之审，类如是乎！考其当朝，虽不能久，然先忧后乐之志，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，足任斯责，使究其

所欲为，岂让古人哉！”[5]10295 王夫之曰：“（范公）以天下为己任，其志也。任之力，则忧之亟。故人之贞邪，法

之疏密，穷檐之疾苦，寒士之升沉，风俗之醇薄，一系于其心。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，则好善恶恶之性，不能

以纤芥容，而亟议更张；裁幸滥，核考课，抑词赋，兴策问，替任子，综核名实，繁立科条，一皆以其心计之有

余，乐用之而不倦。”[6]

以上这些对范仲淹近乎“完人”的评价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指向——士大夫的坚守和担当，而坚守与担

当的背后是范仲淹始终不变的“孔颜乐处”人生理念。“孔颜乐处”本来是孔子及颜回对于士大夫人生苦乐的

一种选择态度。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番薯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[7]226

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贤哉回也，一箪食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”[7]267这两段叙述看似是在谈颜

回与众不同的“快乐”，其实是在强调士大夫在孤独困窘中对于自我信念的坚守。对于此处之“乐”，程颐曾

一针见血地指出“须知所乐者何事”[7]97。“非乐箪瓢陋巷也，不以贫寠其心改其所乐也。”[8]87在程颐看来，乐与

119



2019年1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17卷 第1期

不乐完全在于“心”之“不改”。范仲淹也如同先贤一样立说明志，《睢阳学舍书怀》：

白云无赖帝乡遥，汉苑谁人奏洞箫。多难未应歌凤鸟，薄才犹可赋鹪鹩。瓢思颜子心还乐，琴遇钟君恨

即销。但使斯文天未丧，涧松何必怨山苗[9]66。

这首诗作于大中祥符七年，范仲淹时年26岁，仍在应天府书院读书。此时的范仲淹还没有获取功名，寥

寥数言恰恰道出了范文正公一生的人格追求。在这首诗中，诗人虚言“闲愁”，实写士人“孔颜之乐”。诗人

自比悠游于帝乡之外的浮云散客，虽无所拘束，然闻洞箫仍有不遇之苦。东汉王褒《洞箫赋》写尽洞箫清苦

悲切之音，诗人借此言说自己一生的命运多舛①。下句笔锋一转，诗人自觉虽无福咏唱凤鸟之章，却仍可有

吟诵《鹪鹩》之志。张华有《鹪鹩赋》，其云：“色浅体陋，形微处卑，繁滋族类，乘居匹游，翩翩然有以自得。”又

“伊兹禽之无知，而处身之似智……静守约而不矜，动因循以简易。任自然以为资，无诱慕于世伪”[10]。此赋

言鹪鹩虽小，却能安守己道，遂“不为人用”且“物莫之害”。鸟之“自然以为资”和“无诱慕世伪”亦为士人当

效法处世之道。范仲淹在诗中专以“鹪鹩”为例，也正是为了引出“孔颜乐处”的核心内涵。诚如瓢与颜回，

焦尾琴与钟子期，“乐”之关节在于“思”与“遇”，只要天不亡斯文，士大夫就不应自怨自艾。“涧松怨山苗”典

出左思《咏史八首》，范仲淹对士人古已有之的“怀才不遇”进行了温和的讽刺。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，范

仲淹早年的“孔颜乐处”观除了强调士大夫于困境之坚守以外，还多出一层理性内省的味道。在范仲淹看

来，“孔颜之乐”虽然强调“以苦为乐”或者“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”，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讨论士人如何通过

心性修持而达到“苦乐无异”的境界。当然范仲淹并不是空言心性，在入仕之前的学习中，他就开始严格要

求自己，欧阳修称其“少有大节”[1]624。朱熹盛赞其“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”[3]3086。《范文正公集·年谱》引

魏泰《东轩笔录》，范氏在长白僧舍苦读期间“日作粥一器，分为四块，早暮取二块，断薤数茎，入少盐以啖之，

如此者二年”。又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记载范仲淹在睢阳学舍苦读时，“冬夜惫甚，以水沃而，食不给，至以糜粥

继之。”[5]10267可以说，从一开始范仲淹就将“孔颜乐处”当成一个“知行合一”的整体加以看待。在经历了诸般

世事沉浮后，范仲淹对于“孔颜乐处”又有了新的理解。

庆历六年，范仲淹已经58岁，时知邓州，在此写成闻名遐迩的《岳阳楼记》：“嗟夫!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，或

异二者之为。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

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？其必曰：‘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’乎。”[9]194范仲淹用这段话旗帜鲜明地回

应了当年寒窗求学时坚守“孔颜乐处”的誓言。范氏所言之“己悲物喜”与世俗“悲喜”之不同，关键在于“物”

与“己”二字。“物”，外物是也，然而在此并不特指物质财富，还应包含士人的外部生存环境。范仲淹所反对

的，是士大夫因为外来“诱慕”而产生的平庸之“喜”。对于“己悲”的理解，人们往往会望文生义地认为是士

大夫自己的忧愁。如果把“己”不简单视为“一己”或“自己”，而是与“心”作同一解读，就会发现范仲淹并不

是单纯要求士大夫不可悲伤，而是不要被由内心惶惑带来的消极情绪所笼罩。“悲”与“喜”又是一对彼此相

互依存的概念，没有悲伤何来喜悦，所以外物的得失会直接影响士大夫内心的状态，而内心的起伏又会反过

来决定士人对于外物的取舍。换言之，在范仲淹看来，士大夫的悲喜不过心中有关得失的一念之差。正如

老子所言：“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”[11]80，士大夫无得失心，亦无喜怒心，亦为

《金刚经》所言：“吾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”。范仲淹认为士大夫持权柄，居庙堂，当心系百姓之苦；受贬

黜，逢不遇，当心存君王之恩。“忧民”、“忧君”不同于“己悲”，是士大夫内在人格力量的外化正向辐射。士人

根身立命之本不在一己之进退得失，而在于对天下兴亡的责任与担当。所谓“先天下忧”和“后天下乐”更是

强调士大夫之“忧乐”非一己之“忧乐”，也就是说士人应当突破个人情感的束缚，将自己融入广阔的社会历

史洪流当中，进而超越世俗“忧乐”，实现“孔颜之乐”或是所谓的“道义之乐”。郑志强在《范仲淹〈岳阳楼记〉

“忧乐”思想与艺术新论》一文中就认为：“一个‘后’字，则要求政治家在重大谋划取得成功并给国家和人民

带来幸福安康之‘乐’时，能保持‘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’的高尚情怀。”[12]李存山《〈岳阳楼记〉的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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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内涵》一文也持有类似观点：“则范仲淹‘忻然’而‘不悔’，其一生岂无乐耶？其必曰：吾有‘道义之乐’！”[13]

诸葛忆兵认为这种“先忧后乐”的精神“是范仲淹自我品德完善的最高境界，是范仲淹报国利民追求的最完

美表现，也是范仲淹一生言行最精炼的总结，更是北宋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最凝练的表达”[14]。范仲淹之

所谓“孔颜乐处”，本质上是一种理想化的士大夫人格。作为范氏后学的周敦颐、二程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

扩展和深化了“孔颜乐处”的内涵和意义。

二程早年曾就学于周敦颐处，周子常命二子寻“孔颜乐处”。《二程全书·遗书》：“昔受学于周茂叔，每令

寻颜子、仲尼乐处，所乐何事?”[15]16可见作为理学重要奠基者之一的周敦颐事实上也将“孔颜乐处”视为其学

说的核心命题。那么周子是如何认识“孔颜乐处”的呢？其有云：“颜子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

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夫富贵，人所爱也。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，独何心哉? 天地间有至富至贵、可爱可求

而异乎彼者，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。”[16]38周敦颐认为富贵为世俗人所爱本无不妥，然而颜回却能“乐乎贫者”，

根本原因是他找到了超越物欲享受“至富至贵、可爱可求”之物。与此物之大相比，红尘物欲其小不可见，而

大又如何体现呢？周子云：“见其大则心泰，心泰则无不足，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；处之一则能化而

齐，故颜子亚圣。”[16]39周敦颐认为在领会到“孔颜乐处”的至大高妙之后，士人心性自然归于泰然，不再纠结于

得失，世俗富贵与贫贱也就“处之一也”。那么对于士人而言，何物又为真富贵？周敦颐有这样的回答：“君

子以道充为贵，身安为富，故常泰无不足，而铢视轩冕，尘视金玉，其重无加焉尔。”[16]43士人以“天道”与“身安”

为人生最大之富贵，故轩冕金玉自失其重，也就是说“孔颜乐处”之“乐”乃“天道同一”之乐。于是，当今学者

陈天林认为：“周敦颐的‘孔颜乐处’可以分为富贵之乐、处一为乐和参同为乐三个方面，并且这三个方面共

同构成了他的乐境。”[17]洪梅则认为周敦颐“孔颜之乐”主要体现在见“大”忘“小”的同天之乐，以及“万物和

顺”的“中和”之乐两个方面[18]。作为周敦颐的门生，二程继承并发展了周子的学说。二程对于“孔颜乐处”的

理解主要分为两个层次。首先是“莺飞鱼跃”之乐。《二程集》：“莺飞戾天，鱼跃于渊，言其上下察也。此一段

子思吃紧为人处，与‘必有事焉而勿正心’之意同，活泼泼地，会得时；活泼泼地，不会得时，只是弄精神。”[15]59

二程不同于范仲淹，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突出作为，也恰恰因摆脱了政务的束缚，二程才可以放心追寻以“莺

飞鱼跃”为表征的自然之乐，此处颇有孔子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的气格。其次乃是“循理”之乐。《二

程集》：“乐循理之谓君子”。若勉强，只是知循理，非是乐也。才到乐时，便是循理而乐，不循理不为乐，何苦

而不循理，自不须勉强也[15]186。程颐之所谓“循理”强调的是士大夫对于“天道”的顺应，换句话说就是“知理”

而乐。“道”本身是客观之存在，并不能为士人带来快乐，而“循”方为获得“孔颜之乐”的不二法门，诚如程颐

所言：“使颜子以道可为乐而乐乎，则非颜子矣。”[15]1237在这里“循”与“乐”的逻辑关系中，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

件，缺乏前者，后者没有成立的可能。也就是说，程颐将“乐”看成循理的自然结果，而非人为诉求。

通过对范仲淹、周敦颐、二程诸家“孔颜乐处”观的描述可知，周子与二程之说较为偏重形而上层面哲思

的探讨，而范公之说作为众家之源，与当时庆历变法的政治形势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。也就是说对于以周

敦颐、二程为代表的早期理学先驱而言，“孔颜乐处”更像是一个关涉心性修养的哲学论题；而对于范仲淹而

言，则是支持其完成历史使命的重要思想武器，这一点在其诗歌创作中有着较为明显的表现。

二、范仲淹塞上咏怀诗中的“孔颜乐处”

和一般“文士”相比，除了政治舞台上的纵横驰骋，经略西北抗击西夏无疑是范仲淹人生中一抹别样亮

色。在入值中枢之前，十年的边地征战锤炼了范氏坚贞不屈的品格，为其日后推行庆历新政打下了坚实的

心理基础。作为一名伟大的文学家，范仲淹在西北前线紧张的战争中创作了一些极具特色的塞上诗，这些

诗篇虽然数量有限，却很好地诠释了诗人“孔颜乐处”的人生理想②。如《依韵和延安庞龙图柳湖》：

张 杰：范仲淹诗歌创作中的“孔颜乐处”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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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柳穿湖后，延安盛可游。远怀忘泽国，真赏即瀛洲。江景来秦塞，风情属庾楼。刘琨增坐啸，王粲斗

销忧。秀发千丝堕，光摇匹练柔。双双翔乳燕，两两睡驯鸥。折翠赠归客，濯清招隐流。宴回银烛夜，吟度

玉关秋。胜处千场醉，劳生万事浮。王公多雅故，思去共仙舟[9]121。

这首诗写于康定元年秋，当时范仲淹升任龙图阁直学士，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，受命前往陕西抗击西夏的

侵略。在诗中提到的庞龙图是和范仲淹并肩作战的龙图阁直学士庞籍，这首诗是二人彼此唱和之作。范仲

淹在诗中传神刻画了延安柳湖的旖旎风光。如果仅从字面来看，谁都无法相信此诗出自一位临危受命的边

将之手。在范仲淹眼中，位于西北边塞的延安柳湖和江南水乡一样风情可人，自己为国戍边也和刘琨、王粲

饮酒作乐一样充满情趣。诗中意境一派莺歌燕舞，处处温柔香暖，似乎边患早已远去，但这一派升平之色的

背后却隐藏着诗人心中的诸多深意。首先，在整首诗中诗人没有流露出一点对残酷战争的不安，甚至连一

般边塞诗中对胜利的渴望与憧憬都没有。其实，当时范仲淹是临危受命，陕西前线形势可谓岌岌可危。在

西夏崛起之后，北宋连续丢失了甘凉故地的大片领土，西夏党项族骑兵不断剽掠陕西，兵锋大有威胁东京汴

领之势，在范公抵陕之前，宋军可谓屡战屡败，防线不断向后收缩。范仲淹诗中闲庭信步的背后，是对守土

抗敌责任的坚定担当，是在向世人传达出必胜的决心和信心。在他看来，就算是苦寒的西北也是祖国领土

的神圣组成部分，无论战争如何艰苦，自己都要时刻保持高昂的斗志和乐观的心态，那么也就无所谓塞外江

南之分，残酷的战争与轻松的宴游也就没有了界线。这也就是前文反复说到的“孔颜乐处”之精髓所在，范

仲淹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边塞诗作都有这样的特点。又如《城大顺回道中作》：

三月二十七，羌山始见花。将军了边事，春老未还家[9]120。

如果不考察创作背景，这首诗很可能会被当成士大夫郊游咏怀之作。其实这首五言绝句背后包含着一

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——大顺城的修建。在范仲淹防守陕西的初期，朝廷偏信韩琦的进攻策

略，盲目发动冒险的军事行动，结果造成了著名的“好水川之败”。庆历二年三月，范仲淹密令长子范纯佑和

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，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。他本人则随后引军出发，用早已备好的器材就地筑

城。范仲淹的这一举动使得西夏方面猝不及防，从此陕西前线的战略形势得到了根本改善，这也成为了宋

夏之战的转折点所在，从此北部中国进入了宋、辽、西夏三方并立的全新历史阶段。回到诗中，我们看到的

是一位老将在取得重大胜利后的欣喜。在范仲淹眼中，一座小小的大顺城已经成为敌人不可能撼动的堡

垒，而自己也实现了许久以来的心愿，终于可以不辱使命，凯旋还朝，但诗人又将这种喜悦表现得如此释然，

似乎只是“山花”与“春色”中不经意间的举手之劳。这种常人难以做到的超脱正是范仲淹“孔颜乐处”人生

理想的最好体现。又如《与张焘太博行忻代间因话江山作》：

数年风土塞门行，说着江山意暂清。求取罢兵南国去，满楼苍翠是平生[9]122。

在这首诗中，范仲淹道出了自己对战争本质的深刻体悟。在他看来，金戈铁马浴血厮杀的目的应是打

击好战分子，恢复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，而非用战士和百姓的鲜血来为自己换取荣华富贵与高官厚禄。等

到罢兵熄战的那一日，自己就要回到南国的秀色之中，用满目的苍翠来洗去战争的烟尘。我们从这首诗中

还能读出“孔颜乐处”的另外一层深意——“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在范仲淹看来，士大夫真正的“乐”是自我实

现后的放下与释然。在这里，范仲淹所推崇的“孔颜乐处”实际上是儒道精神的高度合一，正如《老子》第二

章：“万物作焉而不为始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”[11]81士人功成之后，消失

在山水烂漫之间，还自己内心一番平静，方为人间至乐。

最后可以用范仲淹《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》作为总结：

优游滕太守，郡枕洞庭边。几处云藏寺，千家月在船。疏鸿秋浦外，长笛晚楼前。旋拨醅头酒，新炮缩

顶鳊。宦情须淡薄，诗意定连绵。迥是偷安地，仍当饱事年。只应天下乐，无出日高眠。岂信忧边处，干戈

隔一川[9]12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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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首诗作于庆历四年，同年宋夏边境战争告一段落，范仲淹被调离陕西前线重回中央任职，此后在其领

导下伟大的庆历改革也就拉开了大幕。范仲淹在即将离开之时，没有向好友夸耀自己数年来的峥嵘功绩，

反而表现出对于闲云野鹤生活的淡淡追思。在范仲淹看来，仕宦的热情早已淡然，只有士人之间诗歌的吟

咏唱和才是他心灵的归宿。在完成了历史赋予的既定使命后，范仲淹开始重新思考属于自己的“孔颜乐

处”。那将是一种赤子般的简单快乐，在天下无忧后，放下所有，安然入睡，纵使日上三竿，依然鼾声不绝。

从这一点不难看出，此时范仲淹在人生境界上比原始的“孔颜乐处”有了新的提升。

三、范仲淹政治咏怀中的“孔颜乐处”

前文已经谈到，范仲淹“孔颜乐处”观中包含有“知命同一”的思想，但是面对残酷的政治斗争，仅仅做到

这一点远远不够，有时更需要的恐怕还是“有为而作”的勇毅和坚守以及士大夫无私无畏的“天下意识”。

众赞背后，范仲淹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承受了他人或许无法想象的压力与伤害。《范仲淹评传》：“（范仲

淹）一下就把自己推向政治风浪的浪尖漩涡中去。守旧势力的强大，最高统治者的始从终弃，祖宗家法的掣

肘限制，使他陷入功败垂成、激流勇退的两难境地。”[19]具体而言，范仲淹面对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。

首先，仁宗皇帝对于“庆历新政”态度摇摆不定。每当有人进言攻击改革，仁宗皇帝总会借机干扰甚至阻断

正在推行中的新政[20]。范仲淹最亲密的战友欧阳修曾针对此问题进言神宗：“臣非不知陛下专心锐志，必不

自怠，而中外大臣且忧国同心，必不相忌而沮难。然臣所虑者，仲淹等所言，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，方

能救数世之积弊。如此等事，皆外招小人之怨怒，不免浮议之纷纭，而奸邪未去之人，亦须时有谗沮，若稍听

之，则事不成矣。”[1]1554欧阳修从侧面委婉地批评了仁宗皇帝在改革问题上的优柔寡断，建议仁宗肃清视听，

痛下决心将改革进行到底。其次，范仲淹时常被人构陷借改革之名而行结党乱政之实。景祐三年，范仲淹

不满吕夷简任用私人，以“百官图”一幅上书仁宗，指其次第曰：“如此为序迁，如此为不次，如此则公，如此则

私。况进退近臣，不宜全委之宰相。”[5]10267加之论“建都洛阳”之事，范吕二人发生激烈争执，吕夷简指控范仲

淹及其支持者为乱政“朋党”，经过双方激烈的斗争博弈，最终两败俱伤，吕夷简被罢职，范仲淹也被贬饶州，

再贬润州，又贬越州，期间就连为范仲淹鸣冤叫屈的欧阳修也被累遭贬。庆历四年十一月十二日，仁宗借

“进奏院案”之名再次打击范仲淹，特地发布诏书严厉斥责朝内大臣所谓“结交朋党”的不轨举动，警告臣下

切勿“忘君恩”而“更相附离，以沽声誉”，或利用荐贤之机收受贿赂，并严戒“诋斥前圣，放肆异言，以讪上为

能，以行怪为美”。庆历五年十一月，仁宗以“边事安息、盗贼衰止”等借口削夺范仲淹陕西四路安抚使之职，

再次外放邓州[21]。表面看似宽松的北宋政治气氛只要一涉及“朋党”问题，任何人都不能独善其身。范仲淹

的好友欧阳修作《朋党论》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君子有朋为国，小人结党营私，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，由此范仲

淹也就格外强调逆境中士大夫操守和担当的重要意义。如《四民诗·士》：

前王诏多士，咸以德为先。道從仁义广，名由忠孝全。美禄报尔功，好爵縻尔贤。黜陟金鉴下，昭昭媸

与妍。此道日以疏，善恶何茫然。君子不斥怨，归诸命与天。术者乘其隙，异端千万惑。天道入指掌，神心

出胸臆。听幽不听明，言命不言德。学者忽其本，仕者浮于职。节义为空言，功名思苟得。天下无所劝，赏

罚几乎息。阴阳有变化，其神固不测。祸福有倚伏，循环亦无极。前圣不敢言，小人尔能臆。裨灶方激扬，

孔子甘寂默。六经无光辉，反如日月蚀。大道岂复兴，此弊何时抑。末路竞驰骋，浇风扬羽翼。昔多松柏

心，今皆桃李色。愿言造物者，回此天地力[9]23。

在这首诗中，范仲淹清晰地勾勒出心目中士大夫理想人格修养的轮廓。在开篇处，范仲淹虽然还是把

“仁义广”、“忠孝全”这些道德层面的因素放在了首位，但是笔锋一转，马上切入对士大夫担当勇气的强调。

范仲淹认为朝廷上下忠奸并存，且往往奸佞小人会一时得势，此时士大夫如果仅仅把这一己失意归咎于天

张 杰：范仲淹诗歌创作中的“孔颜乐处”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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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的安排，那么那些心怀叵测之人就会趁虚而入，朝政也就会陷入“异端千万惑”的混乱局面。所以士大夫

要听从内心至高道德标准的召唤，不要因为一时的命运不济而自怨自艾，从而放弃应有之担当。更进一步

地说，士大夫除了在正邪斗争这样大是大非的时刻要保有战斗的勇气外，在日常工作中更要注意不能“学者

忽其本，仕者浮于职”，尤其不可把工作仅仅当成自己获得功名利禄的手段，一味逢迎，避难就易。在全诗的

最后，范仲淹毫不客气地指出目前的士大夫已经无“松柏心”，皆“桃李色”，希望造物主能够改变这种颓败的

士人风气。诗人在《岁寒堂三诗·君子树》中更是鲜明地在“松柏心”和“桃李色”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

二松何年植，清风未尝息。夭矫向庭户，双龙思霹雳。岂无桃李姿? 贱彼非正色。岂无兰菊芳? 贵此有

清德。万木怨摇落，独如春山碧。乃知天地威，亦向岁寒惜。有声若江河，有心若金璧。雅为君子材，对之

每前席。或当应自然，化为补天石[9]34。

范仲淹托物寓意，以劲松之德自比。松树与清风为伴，身姿夭矫挺拔；劲松不屑桃李妖冶的姿色，独慕

兰菊之清纯傲立；在万木摇落凋零的岁寒时节，劲松青翠如故，独自面对冰刀雪剑，天寒地冻；松柏声涛如江

河，气势磅礴；松柏内心如金璧，坚贞赤诚。通过这些勾勒，松柏之清高脱俗、纯正浑厚、桀骜不驯、坚强刚武

等品德跃然纸上，松柏乃当之无愧之“君子材”。范仲淹借此勉励所有士大夫，希望天下士人都能够像松柏

一样拥有承当风霜雪雨的勇气。

还有一首诗，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咏怀诗，却同样可以体现出范仲淹政治理念中的“孔颜乐处”

观。《送郧乡尉黄通》：

少年好逸骥，老者重安车。争先尚逐逐，致远贵徐徐。勿言一尉卑，千户击惨舒。外矜固不足，内乐则

有馀。子游与季路，作邑宁欷嘘。五斗对万钟，所问道何如[9]51。

这首诗作于邓州，时间大约在庆历新政失败后不久，因为没有留下较为准确的创作背景，所以只能依照

内容推断，黄通其人担任郧乡尉，负责地方治安，然而他不安本职，有好高骛远之嫌，范仲淹作诗规劝勉励

之。范仲淹在诗中指出县尉虽位卑言轻，却为一方镇守，身系百姓安危福祉。诚然身为县尉，的确没有什么

可向外人炫耀的资本，然而乐职尽责却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内心欢乐。“五斗”与“万钟”虽然有巨大的差别，但

与士大夫奉行天道所带来的快乐却没有区别。

范仲淹用“孔颜乐处”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，并在此指导下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，而作为一个诗人，范

仲淹将“孔颜乐处”深深地内化入自己的诗学精神当中。正因为如此，范仲淹的政治咏怀诗和塞上咏怀诗才

会显得富丽中见峥嵘，闲散后存血性。这也是“庆历”士人政治伦理的集中体现，无论是纵论朝堂，还是浴血

边疆，只要可以实现保国护民的政治初心，那便处处皆能“人不堪其忧，而回不改其乐”[7]267。范仲淹的诗歌艺

术水平虽然与同代苏黄相比略显逊色，但范公之诗表现出的高洁士人品格足以让其彪炳史册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欧阳修.欧阳修全集[M].李易安，校注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1.
[2] 苏轼.苏轼文集[M].孔凡礼，点校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：312.
[3] 黎靖德，王星贤.朱子语类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.
[4] 黄宗羲.宋元学案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6：176.
[5] 脱脱.宋史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.
[6] 王夫之.宋论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4：95-96.
[7] 刘宝楠.论语正义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0.
[8] 朱熹.四书集注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.
[9] 范仲淹，李勇先，王贵荣.范仲淹全集[M].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07.
[10] 严可均.全晋文[M].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99：601.

124



[11] 陈鼓应.老子今译今注[M].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3.
[12] 郑志强.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“忧乐”思想与艺术新论[J].江西社会科学，2010，（11）：192-198.
[13] 李存山.《岳阳楼记》的政治文化内涵[J].湖南社会科学，2005，（1）：140-144.
[14] 诸葛忆兵.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[J].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，2006，（9）：150-156.
[15] 程颐，程颢.二程集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.
[16] 周敦颐.周子通书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.
[17] 陈天林.乐境——论周敦颐的“孔颜乐处”[J].河北大学学报，2006，（1）：47-51.
[18] 洪梅，李建华.“孔颜乐处”的生态价值取向[J].齐鲁学刊，2012，（4）：17-21.
[19] 方健.范仲淹评传[M].南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1：288.
[20] 郑志强.范仲淹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在庆历新政中推行失败的原因新解及其对当代改革的启迪[J].江汉论坛，2010，（2）：95-103.
[21] 诸葛忆兵.论范仲淹与宋仁宗之关系[J].江苏社会科学，2010，（5）：222-227.

（责任编辑：彭晶晶）

张 杰：范仲淹诗歌创作中的“孔颜乐处”观

125


